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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文学研究的当代意义"笔谈

栏目主持 梁 工

主持人的话：《圣经》是世界图书史上译本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也是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

的著作之一。作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神学经典，兼为古代希伯来人的历史典籍和文学遗产，《圣经》

厚重地积淀了一个“早熟的民族”的生存智慧。它形成定本后由基督徒和犹太人传播到世界各地，

成为养育后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成长的基本元典之一。古往今来，这部大书始终保持着旺盛的

生命力，向多种极为歧异的阅读敞开着大门。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读者身份的歧异性和《圣经》内

在要素的多样性——一方面，读者可能由于时间、地点、人种、族裔、教派、性别、个人阅历、文化传

统、现实条件和阅读意图的差异性而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圣经》中的文化元素又具备无限的丰富

性，其素材来源和成书过程异常复杂，文体样式和书写手法变化多端，文本意义在不同层面的呈现

更是各有千秋。所有这些要素奇妙地组合起来，使人难以指望对《圣经》进行无可争议的单一阅读。

《圣经》自唐朝起就传入中国，19世纪中期之后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和文学发生了日益显著的影

响。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后，《旧约》作为古希伯来文学的代表作，《新约》作为古罗马文学的一部

分，相继成为我国高校外国文学史基础课程的教研对象，这表明其世界文学经典的地位已得到国内

学界的认同。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近年来探讨圣经文学的论文、专著和译著越来越多，且有着

进一步发展的势态。今天，中国学者应当如何理解《圣经》这部内容繁复、众说纷纭的古代遗产?如

何认识圣经文学研究对我国当下新文化建设的意义?本刊特邀请几位在此领域有所建树的学者，

请他们对这一议题发表见解。

中图分类号：1106．9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一5242(2009)03一0084—20

略论圣经文学研究的当代意义

刘意青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871)

近年来，我国对《圣经》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和质的变化，除了出版多种版本的圣经故事和围绕

《圣经》对西方文学、社会、政治及文化影响进行梳理

和探讨之外，在全国范围内还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

《圣经》和基督教思想文化研究的学者，建立了研究

中心或研究所，主办了《圣经》研究的期刊杂志，举办

了国际和国内研讨会，并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研究成

果，比如在人民大学、河南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大

和北京大学都聚集了一批与国际《圣经》研究接轨的

学者。①在这样蓬勃发展的形势中，《圣经》的文学

84

阐释作为一个新的研究学科，也在我们国内得到了

①这其中特别突出的有人民大学以杨慧林教授为首的中国人

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以及它出版的期刊《基督教文化学刊》，河

南大学由梁工教授丰持出版的诸多研究《圣经》文学影响的著作和创

办的期刊《圣经文学研究》，南开大学以王直新教授为￡的希伯来历

史和文化研究．以及东北师范大学刘建军教授关于《圣经》的宗教和

文化内涵研究，等等。在北京大学虽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圣经》

研究体系．但是本文作者从20世纪90年代引介到我国的《圣经》文

学阐释．高峰枫博士对早期教会神学成果和《圣经》阐释的研究。以及

刘锋教授对阿诺德的研究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圣经》进行的有一定

深度的探讨。

万方数据



发展，而且由于西方很少专门研究《圣经》对文学作

品的影响，《圣经》的文学阐释，包括对其叙事特点、

文化内涵和意识形态的探讨，就成为《圣经》文学研

究的主要内容。下面笔者就以《圣经》的文学阐释为

核心来谈谈《圣经》文学研究的当代意义。

在西方，把《圣经》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分析和

认识也是相对新的一个领域，它最早源自19世纪的

文人和精英们。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和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当时都投入了德国

新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人文科学研究的潮流，具体到

《圣经》和基督教领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圣

经》的历史考证研究。但是，把《圣经》当作一部文学

经典来读最早还要归功于阿诺德，是他看到了传统

的《圣经》宗教研究和阐释的许多局限，并且意识到

再不改革，《圣经》这样一部在西方文明传统中至关

紧要的文献就会逐渐被大部分读者淡忘。于是他极

力主张把《圣经》的解读和研究从教会垄断中解放出

来，把《圣经》列为一部大学教材，置于西方人文教育

的经典之中。在他的号召下当时就有学者为普通读

者和大学学生撰写并出版了《圣经》的文学导读课

本。然而，阿诺德所倡导的这个《圣经》研究的文学

方向一直没有真正成形，直到20世纪中期艾里克·

俄尔巴赫(Erich Auerbach)在他著名的《模仿：西方

文学中对现实的表现》(MimPs溉nP RP户僧sP行加一

fio行o，RP口zi砂i”WP靠Pr竹Li￡Pr口￡“理)一书中讨论

了《圣经》的史诗品质，这才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和

兴趣。到了20世纪后半叶，西方几乎所有的大学都

先后开设了《圣经》的文学阐释课程，许多知名的理

论家、文学教授和学者都投身于多元文论来解读《圣

经》，如罗伯特·艾尔特(Robert Alter)和弗兰克·

柯莫德(Frank Kermode)对《圣经》从叙事学和文体

学方面的阐释，斯腾伯格(Meir Sternberg)对《圣经》

作为意识形态文本的叙事策略研究，弗莱(Northrop

Frye)对《圣经》所做的神话和文化视角探讨，米柯·

巴尔(Mieke Bal)的女权主义和文化解读，等等。①

一时间，这一研究发展成了一股潮流，在20世纪最

后的20年里势不可挡。

为什么从阿诺德起西方学者和精英那么热衷

《圣经》的文学研究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认识

到不把《圣经》从狭隘的宗教圈圈中解放出来，了解

这部人文主义教育基本文献的年轻人将会越来越

少，《圣经》与它包含和代表的西方文明的重要内涵

就会丢失，就连渗透了《圣经》思想和典故的西方经

典文学作品也会变成现当代人读不懂的一堆故纸。

拿弗莱为例，弗莱在他研究《圣经》的重要著作《伟大

的代码：圣经与文学》(The Great Code：The Bible

and Literature)的前言里说他原本是个文学教授，

但在教学的过程中他痛苦地发现学生们对《圣经》知

之不多，因此无法理解经典文学作品。比如，教授威

廉·布莱克单单为了讲解一句三个字成五个字位的

诗句：“o Earth，o Earth return．”他就给学生做了7

个注。[1憎富于是他想开设一门专门讲解《圣经》的课

程，但当他调查了一些大学开设的《圣经》课时却发

现他们只是讲《圣经》故事，既零碎又肤浅。这样，他

就着手撰写了从神话原型理论切入，系统进行文学

和文化阐释《圣经》的专著《伟大的代码》，为当代的

《圣经》文学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实际上，他是

继承了阿诺德的遗志，为了保持西方文学经典持久

不衰，为了继续张扬西方人文传统，才进入《圣经》文

学研究的。这也是所有从事这一研究的西方学者的

共识，是《圣经》的文学研究在现当代最根本的意义。

在我们这样的东方国家，为了读懂西方名著，以及有

效地进行东西方交流，这方面的研究更加需要。河

南大学梁工教授主编的《莎士比亚与圣经》、《基督教

文学》和《圣经与文学》等作品就是我国学者在普及

和介绍《圣经》对西方文学深刻影响方面的研究成

果。

除了上述提到的挽救西方文学经典的意义，《圣

经》的文学研究还大大促进了当代多元文论的繁荣

和兴旺。按照马里兰大学教授苏珊·韩德尔曼(Su—

san Handelman)的观点，现当代的多元文论从认知

体系上与犹太教士多元阐释《旧约》经文的做法是一

致的。比如弗洛伊德就公开声称他的多元解梦是遵

循了犹太拉比们的米德拉西(Midrash)传统；L2J129而

德里达为领军的解构主义则追随了犹太认知传统中

对语言的尊重和对多元解读的推崇。尽管对韩德尔

曼把现代多元文论现象说成是犹太认知传统对希腊

逻各斯中心主义哲学的反叛的这一观点可以商榷，

但是她的著作不容置疑地揭示了犹太教士多元阐释

《旧约》与现代多元文论之间的认知联系。她让我们

进一步认识到当前西方各种理论和各个学派对《圣

经》所做的多元文学阐释既是我们这个多元文论时

代的产物，又是古代米德拉西犹太释经传统在现当

代的延续。换句话说，在当前《圣经》的文学阐释研

究中双重地张扬了希伯来认知传统，形成了与希腊

传统的互动。在这个意义上，目前欧美进行的多元

阐释《圣经》的文学研究就成为自古以来西方两希传

①关于这方面研究的详细介绍可参看刘意青著《<圣经)的文

学阐释：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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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相互作用和影响进程里的一个有机环节，一个新

里程碑。

由于《圣经》具有丰富的历史和社会内涵，《圣

经》的文学研究自然就牵涉着意识形态的讨论，从而

可以帮助当代世界深化对过去和现在西方意识形态

和政治纷争的认识。比如著名《圣经》学者大卫·拉

依尔·杰弗里(David Lyle Jeffrey)教授就曾撰文讨

论东西方对离家远行(journey)的不同认识以及《圣

经》的意识形态在其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

用。[3]176_183他指出希伯来圣经(即《旧约》)宣传的是

与上帝立约的以色列人必须去上帝赐予他们的应许

之地繁衍、发展，决不可以回到原来的乡土去生活。

相比之下，东方对离家远行就持完全不同的态度。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韩国，不论是古代去西天取经还

是现代的东方学子远赴西洋学习，人们都是要回到

故土来贡献力量的。在东方，“叶落归根”，而非滞留

他乡，得到肯定和赞扬，集体移民去占领别人的土地

绝非东方传统。但是，在《旧约》里，以亚伯拉罕为代

表的上帝的选民必须履行他们同上帝立的约而移居

迦南福地，否则就是对神的背叛。这就是为什么亚

伯拉罕在派遣老仆人去家乡给儿子以撒娶媳妇时，

没有对儿媳人选、家庭条件和品貌提出任何条件，而

是让老仆人发誓要把姑娘带回迦南应许地，决不可

以让以撒做倒插门女婿，以至毁掉他终身追随上帝

的事业。于是，老仆人使尽了浑身解数，巧妙地说服

了利百加的父母、兄长，不但让他们立刻同意了这门

婚事，而且没有阻拦女儿马上跟随老仆人离家赶赴

迦南。[4]13卜152西方这种要占据其他民族的领地以

求自己发展的思想总根源就是《旧约》，而在基督教

接过《旧约》并发展成为全世界范围的宗教之后，这

种思想也走出了犹太民族，随之蔓延到整个西方的

意识形态中。杰弗里教授在讨论东行和西行的区别

时十分犀利地指出，在基督教出现之前《旧约》还只

属于犹太民族时，离家远行而不归并非西方人的行

为准则。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主人公奥德修斯离家

去特洛伊征战10年，之后在海上漂流lo年，然而他

归家之决心从未动摇，最后克服了重重困难回到了

以萨卡的家中。但是在基督教出现之后的文学作

品，如维吉尔(VirgiI)的《埃涅阿斯纪》(Aeneid)中，

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逃离祖国。流落到意大利半岛，

打败了当地人定居下来，并在那里建立了罗马城。

杰弗里教授以此例有力地说明了犹太应许地的思想

通过基督教的传播在西方意识形态中慢慢地扎了

根，为后来西方列强的海外扩张。占领殖民地奠定了

意识形态根基。这方面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当属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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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受迫害的欧洲和英国清教徒集体移民北美洲。

他们有意识地把逃离欧洲的迫害比作摩西率领犹太

人逃离埃及，并且在到达北美洲后把那片广大的沃

土当作上帝赐予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理直气壮地

占据了原居住在那里的印第安人的土地，像《旧约》

“士师记”描述的那样同当地居民和部族争夺土地，

用血腥的战争和屠杀消灭阻挡他们占领“上帝赐予

他们的福地”的任何民族，以至印第安人几乎绝灭。

这种应许地思想又同上帝选民的思想紧密相

连。选民思想给予基督教世界一种高于世界其他民

族和宗教的优越感。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按照

《旧约》的意识形态，上帝的子民在宇宙间的地位是

上帝之下，万人之上。虽然《新约》侧重信徒的义务

和责任，强调追随耶稣代表的牺牲和奉献，以达到精

神上更高的境界，但是在现当代，特别在宗教比较实

用和物质化的美国，“选民”意识从开国的清教元老

之时起就已经被一定程度地单方面理解和错误地引

用了。这种优越感不但能使他们在早期理直气壮地

占领印第安人的家园，迫使土著居民改信基督教，还

可以解释为什么就在21世纪的今天美国也可以毫

不犹豫地把某些民族和国家斥之为“无赖民族”，并

到处插手和干涉别国事务。基于选民思想的还有

“美国梦”的泛滥，杰弗眼教授在他的另一篇文章

《(圣经>与美国神话》(“Bible and American

Myths”)[51中就很尖锐地批判了美国清教徒如何

歪曲《圣经》的宗旨来片面宣传选民和赐地的优越，

以至长期鼓励和编织旨在追求物质成功的美国梦来

误导美国人民。他批评了17世纪新大陆清教神学

的乌托邦构想和物质追求中包含的扩张意识，还举

了直到20世纪美国总统里根和克林顿等仍然乐此

不疲地继续在公开演讲中用选民的特殊地位来鼓励

百姓，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杰弗里和斯腾伯格

两位教授都是《圣经》文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他们对

《圣经》的文学阐释深入到了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

内容置于文学、文化和叙事的解读之中。他们是这

个领域内研究的典范，他们取得的成绩有力地证明

了《圣经》的文学研究在当代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重

要意义。

在加深我们对涉及政治和世界局势的西方意识

形态的认识方面，《圣经》的文学研究还帮助我们从

根源上了解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旷日持久的矛盾，

使我们看到因根植于宗教，又有几千年历史，解决这

个矛盾将是超乎寻常的艰巨。从以色列人的祖先亚

伯拉罕开始进入巴勒斯坦(即迦南应许地所在)到大

卫王建立统一的以色列王国，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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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没有土地的民族要争夺土地的历史。再加上这个

争夺土地的斗争是以上帝应许的名义对伊斯兰教徒

进行的，所以争斗的双方都不会让步。尽管彻底解

决中东矛盾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对《圣经》的

细读，我们起码可以较深刻地体会犹太民族几千年

来因没有土地而遭受的苦难以及他们和巴勒斯坦地

区众多部族的千年恩怨，从而在国际范围内采取更

合理和有效的措施来推动中东问题以和平方式获得

解决。

最后要提及的是《圣经》文学研究在外国文学教

学和研究人才的培养方面所起的作用。到目前为

止，在国际范围内把《圣经》当作文学经典来研究和

阐释的这个领域里吸引了众多出色的文学教授、叙

事学和文体学专家、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理论家，还有

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心理学等学者。他

们发表的《圣经》文学阐释成果都十分前沿，观点新

颖，学识渊博，见解独到。当然他们的成就首先来自

他们各自的学养，然而《圣经》这样一个比所有其他

文学经典都博大、深邃的文本也为他们施展才华提

供了最佳的演练机会。正因为《圣经》的阐释潜力十

分巨大，又有这么多优秀的理论家和学者已经或正

在对它进行多方位的探讨，所以我们可以毫不犹豫

地说，在我国外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开设和发展

《圣经》的文学研究和阐释既是为了研究《圣经》的文

学品质和超越宗教范围的丰富内涵，又是使用各种

文论对学生和研究工作者进行文学批评的上好训

练。通过对《圣经》进行文学和文化解读，我们肯定

会更深入、更好地学到国际前沿的文学解读方法和

技巧，打开眼界，并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培养出更

多与国际接轨的外国文学研究人才。

综上所述，《圣经》的文学研究在当代的确意义

重大。它提供了一个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领域，集

文学、文化、语言、文体、叙事，以及历史、社会、哲学、

政治与意识形态研究于一炉。因此，除去可以挽救

西方文学经典及加深对世界政治和纷争的认识之

外，这一研究方向还可以作为教学的手段，为培养文

学研究人才做出贡献，真可以说是一石数鸟。据此，

我们应该继续加大力度发展《圣经》研究，特别是《圣

经》的文学研究，以使我国更快地从多个方位融人国

际大家庭，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获

得主动和更多发言权，知己知彼地把我们自己的事

情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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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文学研究意义之所在

粱 工

(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河南开封475001)

目前。圣经文学研究正在深入发展，它覆盖了文

学研究和圣经研究两个领域。文学研究方法日益引

起圣经学者的注意，致使圣经学术发生了向文学研

究范式的转移。对于文学批评家而言，圣经被认可

为经典的构成部分，其卷籍由文学研究者在课堂上

讲授，并成为他们发表批评文章及学术著作的研讨

对象。

一、圣经文学研究对于理解圣经特质的重要性

《圣经》不仅是宗教神学典籍，也是重要的文学

经典。早在《圣经》著述和编订之日，其作者就有明

确的文学意识，使之具备了显著的文学特质。这部

文集陆续形成于距今大约两千年前的古代，用远离

现代文明的冷僻文字——古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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